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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宋之交开封移民南渡临安后，通过开封僧人在临安创建寺院，将部分开封寺院文化因子迁移

至临安。但这种发生于战争背景之下、跨朝代的寺院文化迁移总体而言程度有限。迁移到临安

的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在新的环境中发生了文化变迁，呈现为三种形态。变迁形态的多层次，体

现了变迁的复杂性。开封寺院文化因子之所以能在临安发生迁移、变迁、变迁后的延续，与僧人

本身，开封移民，帝王、妃嫔等特殊群体以及王朝政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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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交替之时，北方移民为躲避战乱而纷纷

南渡至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所谓“西

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1〕其中即包括来自

北宋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市）的移民。开封移民

南渡临安后，将开封佛教文化部分地迁移至临安，

从而使得开封佛教文化因子在临安佛教文化体系中

占据一席之地，当中就包括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寺

院作为佛教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属于佛教的实践

层面，因而寺院文化便是实践层面的佛教文化。本

文将通过探讨临安寺院文化中开封因子的基本特

征，来揭示两宋之交开封移民南渡临安后所产生开

封寺院文化的迁移①。期盼能以此管窥在两宋之交

南宋都城临安寺院文化的开封因子※

◎ 成　荫◎ 成　荫

①  与本论题有关的论著，主要有吴松弟先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鲍志成《宋室南渡与神祇随

迁》（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孙旭《宋代杭州寺院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

博士学位论文）。吴先生最早揭示出开封僧人在临安建立寺院的历史现象（但因主题所限，未及深入），并指出这些寺院到明

代大多已不存在。孙旭同样注意到开封僧人在临安创建寺院的现象，认为这类寺院“与帝国政治紧密结合，一方面是其统治连

续性与合法性的政治符号，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南迁皇室及权贵寻求心理慰藉之意义”（第69—70页）。此观点尚可商榷。鲍志

成列举出北宋开封寺院随驾迁建临安的史实，认为宗教信仰“在政治、军事、人口和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

化，从一个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迁徙到另一个全新的地理、文化环境，并在国家政治和宗教意志的强有力影响和支配下，获

得了成功的嫁接移植。”（第740—742、756页）该观点虽值得关注，但未具体论证。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本论题有

加以探讨的可能性。

※ 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重点研究课题、博士科研资助项目“宋代江南寺庙的社会史研究——以寺庙建立及发展为中心”（项目号：

ZBLSX12—01）的阶段性成果。

栏目主持人按语：两宋的历史与文化，曾经是西方关注中国、解读中国的一扇窗户，因而在哈佛、

在剑桥、在洪堡，都有一批颇负盛名的学者活跃其中；两宋的历史与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的一座桥梁，因而在大陆、在香港、在台湾，也有一批颇负盛名的学者置身其中，默默耕耘，播下种

子。本刊今日选登的几篇文章，正是在前辈倡导下的继续努力，也许算不上名家、名篇，但集腋成裘

之功或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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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背景下，北方人众南渡临安这一跨朝代移民

所导致的实践层面之佛教文化迁移。

一、开封僧人在临安创建的诸寺院

据笔者统计，开封移民南渡后，由僧人在临安

创建的寺院（含尼庵）共8座①。下文将梳理出其中4

座寺院的创建，以及创建后的状况，以此作为后文

讨论的个案依据。

开宝仁王寺。开宝仁王寺的前身为北宋汴京（即

开封）开宝寺仁王院。开宝寺在汴京有特殊地位。一

方面，因纪念宋太祖登基，僧人智曮“奉敕兴创”开

宝寺；另一方面，该寺“主大内祈禳事”〔2〕，北宋皇

室成为寺院信众之一。而仁王院又在开宝寺诸院

中最为兴盛。《东京梦华录》载：“开宝寺，在旧封

丘门外斜街子，内有二十四院，惟仁王院最盛。”〔3〕

凭借上述优势，仁王院在临安因朝廷扶持而重建：

原仁王院僧慧照大师法晔“领徒从高宗大驾南渡”

后，便底气十足地于绍兴五年（1135）“奏疏行阙，

请即钱塘七宝山改建（开宝仁王寺），主大内祈禳

事如故典。制曰：可。”但直到绍熙三年（1192），寺

院才获得寺额。〔4〕不难推断，开宝仁王寺在临安建

立后，与北宋皇室相同，南宋皇室亦成为寺院信众

的一部分。到宋理宗时期，皇室成员依然是信众，

并为寺院重建及发展提供大力支持。在寺院毁于

火灾，自身无力完成重建之时，宋理宗果断出手，下

令朝廷拨款重建寺院。理宗的扶持带动了权贵们

积极捐助。在理宗和权贵们的全力帮助下，寺院得

以顺利完成重建。后来，理宗还“铸钟以赐”，“御

书寺额以赐”，“赐田三顷”。〔5〕

南禅资福院。这座尼院位于“最幽阻阗寂”的

鲍家田。尼院最初仅仅是尼庵，由来自开封的仁师

草创。但尼庵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尼院，并在果师

任住持的绍熙元年，获得南禅资福院的废额作为

寺额。对于尼庵是如何得到发展的，安刘《南禅资

福院建殿记》称：“主比丘戒墉惠户，洁净以乐，宫

掖向之无嫌碍。”〔6〕又《西湖游览志》载：“累朝内

宫施舍，殿宇甚盛。”〔7〕可知，正因为尼庵主动迎

合妃嫔的需要，保持了纯正性质，故而嬴得历朝妃

嫔们的青睐，其经济扶持推动尼庵发展为尼院，甚

至在成为尼院之后，捐施仍然源源不断。后来，有

了宁宗杨皇后的题额，尼院名气大增，信众数量得

到增加：“嘉定壬午（1222），恭圣仁烈皇后洒翰锡

之，是名‘圆庵’，山门与额对映。于是鲍田寺声洞

远迩，缘法充斥。”〔8〕但尼院大殿不够雄壮，住持

德深视为憾事，开始筹集重建大殿的经费。在权贵

及普通民众（应代表其女性家庭成员）积极提供物

资、劳务的支持之下，大殿的重建顺利实现。权贵

对尼院的扶持并不限于重建大殿。后来丞相史弥远

曾捐田三百亩。安刘因此称赞史弥远乐于施舍，其

捐助使得南禅资福院有了比原来更雄厚的物质基

础，比丘尼故能一心向佛而无后顾之忧〔9〕。

仙林慈恩普济教寺。据方志记载，北宋汴京

本有同名寺院，由基法师担任住持，后来其徒洪济

大师智卿建炎（1127—1130）时南渡，在临安重建

寺院。寺院直到绍兴三十二年才正式建成并获得

赐额〔10〕〔11〕。寺院的建立经过，曹勋《仙林寺记》有

载。据该记文，对于临安本土的寺院，当时南渡官

民心理上还一时难以接受，他们需要重建原有汴京

寺院，以满足自身的宗教需求。而智卿正好巧妙地

抓住了这种需求，一面鼓吹重建原有汴京寺院的必

要性，一面又利用自己的佛学造诣，在南渡官民中广

为传法，以争取他们的支持。〔12〕事实上，智卿也只

能主要依靠南渡官民，因为临安土著对本土旧有寺

院文化传统极力维护，短期内不易接受“外来者的

寺院”。典型的土著是姚成等人。在广严寺“建炎

罹兵燹，其地没为民居”的背景下，“邑人姚成率好

事者复之。乾道五年（1169），僧行杲始营佛阁、钟

楼。”〔13〕对姚成等人而言，要在已经成为民居的旧

寺故址上重建寺院，无疑要付出巨大的心血，甚至

很可能包括支付巨额的经费。但姚成等人不畏困难

而重建寺院，正是基于对旧有寺院文化传统的尽力

维护。所幸智卿的努力没有白费，信徒们纷纷对重

①  资料来源：《咸淳临安志》卷76、79、81、82；《淳祐临安志辑逸》卷3；《嘉靖仁和县志》卷11。诸书作者、版本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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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寺院表示支持。然而，寺院的重建难度不小，必

须获得建寺的土地及不菲的费用。而开封官民的南

渡发生于战乱背景之下，不免会产生较大的财产损

失，尤其是房舍、田土等不动产。幸运的是，土地及

部分经费在蔡通、杨公恕、司邦宪等南渡官员的帮

助下得到解决。经过智卿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寺

院终于建成，规模雄壮，建筑完备。紧接着，寺院获

得赐额“仙林慈恩普济教寺”，智卿被任命为住持。

后来智卿认为：“江表僧尼，惟受具足，律仪未圆，

菩萨大戒，甚非全律。欲营方坛，遇圣节生辰，普为

僧尼增圆戒以开度。”他上疏请求在寺院设置万善

大乘戒坛，戒坛最终获准设置，并“加赐坛名曰隆

兴万善大乘戒坛”。因智卿逝去，戒坛的修建，由其

徒弟完成〔14〕。据游彪先生研究，宋代佛教戒坛是剃

度出家人的场所，其设置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应在

官方的严格监控下进行。戒坛剃度仪式既具有宗教

意义，又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因为宋廷将剃

度仪式与各级官府庆贺皇帝生日的活动巧妙地融

为一体，将宗教活动与世俗庆典结合起来〔15〕。成为

“僧尼受戒法之地”〔16〕后，寺院自然具备了特殊的

宗教资源及政治资源，因此获得帝王特别的关照。

寺院后来曾得到理宗的扶持：“淳祐三年（1243），

（理宗）赐淳祐万善大乘戒坛额。又赐寺额及飞天法

轮宝藏额，皆奎画也。六年，赐御制钟铭。宝祐元年

（1253），赐内帑钱造大佛宝殿。开庆元年（1259），

降钱买嘉兴府田二百余亩赐，名丰禾庄。”〔17〕

崇宁万寿教寺。关于崇宁万寿教寺，史载：“绍

兴（1131—1162）初，东京（即开封）僧慈昌始得姚

氏园结庵而居。至乾道（1165—1173）初，增创堂

殿”〔18〕，“移请嘉会门崇宁万寿废寺为额”〔19〕。“俗

呼‘姚园寺’，在高阳闾巷。宋初，为姚氏花园。绍

兴初，僧慈昌购园结庵。”〔20〕可知，崇宁万寿教寺

的创建绝非易事。南宋初年，虽然临安社会因宋室

南渡而有待重新整合，但旧有的利益格局并不容易

被打破，所以东京僧慈昌要想建立佛庵，没有免费

的土地可言，只能出资购买园林。慈昌经济实力有

限，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后，寺院方初具规模，

符合申请寺额的条件，通过申请，才正式成为国家

法定认可的寺院。后来，崇宁万寿教寺内建有神御

殿，供奉理宗的御容〔21〕。据研究，宋代一般在皇帝

曾驾临的寺观设置神御殿。建有神御殿的寺院，其

地位高于一般寺院，且享有赐予紫衣、免纳役钱、

拨常住钱等特殊待遇〔22〕。崇宁万寿教寺应该是具

有某方面的优势，故能吸引理宗驾临，这其中当有

寺僧苦心经营的功劳。

二、临安寺院文化的开封因子

在以上个案基础上，可结合其他史料，总结出

南宋临安寺院文化体系中开封寺院文化因子的基

本特征，以此揭示两宋之交开封移民南渡临安后，

所产生开封寺院文化的迁移。

首先，通过开封僧人在临安创建寺院，开封

寺院文化因子发生了部分迁移。但这种发生于战争

背景之下、跨朝代的寺院文化迁移总体而言程度有

限。其原因有二，一是因战乱影响，两宋之交迁入

临安的开封移民人口数量有限，经济实力亦有限，

而创建寺院的经济成本很高；二是朝廷层面给予开

封僧人的支持力度有限。

开封僧人在临安创建寺院，其实质便是部分

开封寺院文化因子迁移至临安。由仙林慈恩普济教

寺的情况推知，开封僧人之所以能在临安创建寺

院，源于南渡官民重建原开封寺院的宗教需求，在

主要信众——南渡官民的支持下，经过开封僧人的

努力，寺院得以建成。开宝仁王寺、太平兴国传法

寺（见后文）的情况有所不同，由僧人向朝廷申请

而建，但仍可纳入僧人创建的范畴。一般而言，僧

人是寺院的修行者、管理者，又是面向信众和国家

的服务者；信众则是寺院的捐献者，寺院各项活动

的参与者，同时还是寺院“灵异”事迹、寺僧嘉言懿

行的传播者（尤其是口碑传播）。这样，纵然开封

寺院文化的物质层面无法迁移到临安，但其非物质

层面，包括僧人、信众在寺院举行的各种活动，寺院

“灵异”事迹及寺僧嘉言懿行的传播，则可以在某

种程度上因僧人及信众的南渡临安而获得迁移。但

不应忽略的是，寺院的创建仍是寺院非物质层面文

化实现迁移的前提。因为离开了寺院本身，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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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寺院文化自然就失去了依托。相对于数量众

多的开封寺院而言，这种文化迁移总体上是相当有

限的。据周宝珠先生统计，北宋开封有据可查的寺

院，至少有70座，但其中仅有8座在临安重建（包括

沿用旧有寺额及使用新寺额），只占总数的11%。〔23〕

开封寺院文化迁移至临安难度较大，主要源自以下

原因：其一，两宋之交迁入临安的开封移民数量较

少，经济实力欠缺，而新建寺院的经济成本很高。

靖康之变期间，开封人口损失巨大〔24〕，移民至临安

的开封市民数量自然不多。开封移民经济实力的薄

弱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在战乱的特殊条件下，移

民自身财产损失较大。二是南宋初年临安屡遭兵

火，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建炎及绍兴间（临安）三

经兵烬，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25〕而宋

代寺院的兴建往往要耗费巨大的钱物和人力。“一

佛寺之费，中民万家之产”〔26〕就是对现实的生动写

照。既然僧人、信众人口损失较大，其经济实力又

有限，加之新建寺院的经济成本高，建立寺院的难

度可想而知。例如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及崇宁万寿教

寺的创建，就耗时颇久。其二，朝廷层面给予开封

僧人的支持力度有限。在传统社会，朝廷具有很强

的资源调动及分配的能力，如南宋朝廷出面支持开

封僧人，则建立寺院的难度要小得多。但8座寺院

中，仅有开宝仁王寺、太平兴国传法寺的创建得到

朝廷的扶持。在宋代，对寺院赐予寺额，成为朝廷

从总量上对寺院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获得寺额

须在寺院规模上达到一定的条件；而获得寺额的

寺院，则得到合法身份，在朝廷拆毁无额寺院时，

一般都能得到保全〔27〕〔28〕。故而从建成寺院，到获

得寺额的时间间隔，就成为判断寺院发展程度的

一个重要指标。据前文可知，开宝仁王寺从创建到

获得寺额，耗时在五十年左右。故依据上述衡量标

准，可判断其规制甚为一般。“先是，东京太平兴国

寺有传法院，绍兴初，普照大师德明随驾南渡，乞

建院。淳熙二年（1175），慧辨大师智觉奏请，始赐

太平兴国传法寺额。”〔29〕可知太平兴国传法寺在朝

廷扶持下创建，自建立到获得寺额，耗时四十年上

下，其规制略好于开宝仁王寺。与这两座寺院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在南宋初年的临安，有3座原开封

的特殊道观因朝廷支持而重建，这些新道观统统

迅速建成，规制宏伟。按照段玉明先生的观点，因

为宋室南渡，出现了统治连续性与合法性的危机，

需要借助寺庙来进行神圣话语的运作，以证实南宋

统治的连续性及合法性。而原开封的特殊道观在

临安重建后，就成为神圣话语运作的舞台，同时还

给国家和皇室的安危提供了心理保障〔30〕。可见，南

宋朝廷选择了道观，而非寺院，来证实南宋统治的

连续性和合法性，并给国家与皇室的安危提供心理

保障。故而原开封寺院在临安的重建不受重视，仅

仅重视开宝仁王寺的特殊宗教功能而已，在该寺院

毁于火灾、无法履行“主大内祈禳事”的功能时，帝

王自会出面解决。

其次，迁移到临安的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在新

的环境中发生了文化变迁，呈现为三种形态。一是

在本土寺院的压力之下，通过寺院与朝廷、帝王、

妃嫔双方的互动，寺院文化因子发生变迁；二是因

为寺院条件优越，吸引帝王驾临，而被纳入王朝政

治，寺院发生文化因子的变迁；三是由于信众“本

土化”程度较高，寺院文化因子产生变迁。文化变

迁形态的多层次，体现了变迁的复杂性。

第一种形态。在与本土寺院争夺宗教资源的

背景之下，开封僧人在临安所建部分寺院满足了朝

廷、帝王、妃嫔的政治或宗教需求，作为回报，这些

寺院得到朝廷以及帝王、妃嫔的支持。如此一来，

寺院既获得延续、发展的保障，其开封寺院文化因

子又发生变迁，主要表现为信众“妃嫔化”，还有寺

院内活动的变化。

南宋人周麟之《圆通阁瑞光记》称：“杭之俗

尚佛乐施，盖自钱氏始承平时，西湖三百寺，号为东

南冠。而城中亦名蓝相望，灵迹胜概往往与两山争

雄。寇乱以来，荡为飞埃，缁徒散亡。”〔31〕可知，五

代以来，杭州一直是江南地区的佛教中心，寺院众

多，但经过两宋之交的战乱，杭州（临安）寺院遭

到严重破坏。不过，随着宋廷的统治日益巩固，临

安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翼翼为帝所神都

矣”〔32〕。本土寺院的重建随之被提上日程，大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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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先后重建。如宝严院。建炎四年（1130）金人入

侵，“院毁尽而（观音）大士殿巍然独存⋯⋯绍兴二

年，重建殿堂廊庑。”〔33〕又如九曲法济院。“毁于

建炎，创于绍兴己未（1139）。”〔34〕临安本土寺院相

继重建，但一定时期内的宗教资源总量却是有限

的，开封僧人所建寺院与本土寺院之间，难免形成

对宗教资源的竞争。于是，为站稳脚跟，获取朝廷、

帝王和妃嫔等皇室成员对寺院给予扶持，成为部

分寺院的最佳选择，例如南禅资福院及仙林慈恩普

济教寺。两座寺院能够获取朝廷、帝王、妃嫔扶持

的前提，是寺院满足其政治或宗教需求。其中，前

者满足了妃嫔对佛教的需求；后者则通过戒坛的

剃度仪式，满足了朝廷和帝王寻求政治象征意义的

需求。朝廷、帝王、妃嫔的扶持，就是对寺院的一

种回报。对两座寺院的种种直接扶持措施无疑是

寺院获得延续、发展的保障。寺院与朝廷、帝王、

妃嫔双方互动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寺院开封寺院

文化因子的变迁。南禅资福院表现为信众的“妃嫔

化”；而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则表现为因寺院功能增

加——新设置戒坛而导致活动的变化。

第二种形态。崇宁万寿教寺以其优越的条件

吸引了理宗驾临，自此被纳入王朝政治当中，按照

制度而设置了神御殿，而寺院因此增添了新的宗教

活动，从而引发了寺院开封寺院文化因子的变迁。

崇宁万寿教寺通过对理宗神御的供奉，满足了朝廷

为理宗祈福的宗教需求，因而获得朝廷的扶持作

为回报，给寺院的延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第三种形态。太平兴国传法寺信众“本土化”

的程度较深，较之创建初期信众主要来自开封移民

而言（参照仙林慈恩普济教寺的情况），寺院文化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体现了开封移民后代与临安

土著之间佛教文化融合的实现。笔者认为，随着时

间推移，开封移民后代会逐渐“临安化”，其中有部

分人会继续成为开封僧人所建寺院的信众，同时一

些临安土著也会逐渐成为信众，因此，所有这类寺

院应该均会出现程度不一的信众“本土化”现象。

例如南禅资福院在经过宁宗杨皇后题额后，名气

大增，信众数量增加，信众后来在德深重建大殿时

提供支持，其中应有相当部分为本地信众。但以上

看法尚无直接的依据。能够为史料所证实者，唯有

太平兴国传法寺。该寺举办的净业会，至迟在端平

年间（1234—1236）已是当时临安最为盛大的佛教

集会之一：“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

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35〕净业

会规模大，举办又如此频繁，势必只能主要依靠临

安本土的信众，而非外地信众。该寺何以能吸纳大

量本地信众到寺院参加集会，典籍失载。但可以推

断，寺院的僧人，尤其是住持，应该具有较大的宗

教魅力，因为寺僧宗教魅力的大小往往直接关系

到寺院信众的多寡。典型的事例是北宋僧人元净。

元净为天台宗的著名高僧，其担任杭州上天竺寺住

持后，信众明显增加，而一旦其离开，则信众四散；

等到其再次出任住持，信众又争先恐后而来。〔36〕

再次，开封寺院文化因子之所以能在临安发

生迁移、变迁、变迁后的延续，与僧人本身，开封移

民，帝王、妃嫔等特殊群体，以及王朝政治密切相

关。

一般而言，寺院是古代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故而僧人通常都会设法创建寺院，或尽力维持并

推动其发展。由此，便不难理解相关僧尼的行为

及作用。法晔、仁师、智卿、慈昌、德明等僧尼或通

过向朝廷申请，或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创建寺院或尼

庵，从而实现了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到临安的部分迁

移，其中智卿、慈昌颇为不易。为在与本土寺院争

夺宗教资源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智卿及南禅资福院

比丘尼满足了王朝政治、帝王、妃嫔的需要，或因

此新设置戒坛，或因此而出现信众“妃嫔化”。而崇

宁万寿教寺僧人的苦心经营，使得寺院具备了吸引

理宗驾临的条件，为开封寺院文化因子的变迁提供

了前提。此外，太平兴国传法寺之所以能实现较深

程度的信众“本土化”，少不了道行卓著的寺僧。至

于开封移民，本身就是开封寺院文化的因子，是开

封僧人在临安所建寺院早期最主要的信众，同时又

是寺院得以建立的主要依靠。

某些开封僧人所建寺院能够满足帝王个人的

宗教或政治需求，故帝王对寺院进行回报，其措施



58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ZHONGHUA  WENHUA  LUNTAN

保障了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在迁移后或变迁后的延

续。前述开宝仁王寺及仙林慈恩普济教寺的事例即

可证明。因南禅资福院满足了妃嫔的宗教需求，历

朝妃嫔皆对寺院进行扶持，寺院因而由最初的尼庵

而发展壮大为尼院，并获得物质保障。与此同时，

寺院出现了连续的信众“妃嫔化”现象。

王朝政治是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实现迁移或发

生变迁的推动因素，并为变迁后的延续提供保障。

开宝仁王寺及太平兴国传法寺皆因满足南宋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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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而在其扶持之下得以新建，从而实现了开封

寺院文化因子的迁移。前者只要能创建，就可“主

大内祈禳事”；后者亦应能满足朝廷在某方面的需

求。而仙林慈恩普济教寺一旦设置戒坛，就能够通

过剃度仪式满足朝廷寻求政治象征意义的需求，

故而朝廷支持戒坛的设置，从而引发开封寺院文

化因子的变迁。此外，如前所述，王朝政治还引起

崇宁万寿教寺开封寺院文化因子的变迁，并且为寺

院文化因子在变迁后的延续提供保障。


